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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制与共和，水火不容。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旗手，孙中山所揭橥的民主共和理念

及其领导民主共和的伟大实践，揭示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为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潮流辟开

了先河。因于中国的历史土壤与政治生态环境，孙中山关于民主共和思想在实践中不断

调适，但百变不离其宗。孙中山的共和思想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展示了对西方民主共

和‚移植式‛的时代效应，烙印着中土共和‚试验式‛的艰难步履，开创了共和变奏‚创

获式‛的奇观。孙氏的共和思想与实践，既是时代的思想结晶，亦是孙中山对民主共和

理论和事业的创新，对后世仍具昭示价值。 

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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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从有文字记载伊始，经历了封建专制和民主共和两

种政制。孙中山是近代民主政治时代的开创者，他所揭橥的民主共和理念及其推进民主

共和的伟大实践，揭示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为华夏文明融入世界、为华人跻身世界民族

之林开辟了先河。孙中山将民主共和思想哺育于近代“传统”社会，焕发了中华民族的

时代精神。共和精神以爱国自强、平等博爱、民主兴邦为价值取向，为中华民族走向世

界灌注和积淀了文明内蕴。 

孙中山是西方学说中国化的旗手。他既是中国近代民主共和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

者，又是中国近代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捍卫者和建设者。置身于诡谲莫测、变化急遽

的民初社会，他不泥古、不媚外，与时俱进，融和创新。他的民主共和取向凸显了“移

植式”、“试验式”和“创获式”的特质。孙中山为共和事业的开先精神和实践品格，永

远值得后世所景仰。 

 

移植：西式共和政治开创中国先河 

从 1894 年组建兴中会算起，孙中山领导的旨在创建共和国的辛亥革命运动，经过

18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结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治，在华夏大地破天荒地创建了民主共

和体制，确立了民主共和信仰和民族国家认同，使中华民族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展示

于世界，从而揭开了中华民族迈步近代文明的新纪元。 

孙中山献身职业革命家伊始，就矢志以创立共和国为目标。①檀香山兴中会的革命

纲领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②或许由于

在美国奔走革命的时间比较长，美国的政治、社会对孙中山的影响潜移默化，他心仪的

共和模式乃是步武美国式的共和政体，盖因美国共和宪法所彰显的不是“自由主义”，

而是“共和”主义。唯行共和，方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以实现国家的统一。③
1911 年 10

                                                        
①
 刘学照认为：‚清季革命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是一场‘以革命求共和’的革命，可从其本义称之为‘共

和革命’。‛参见氏著：《略论共和革命及其主要特征》，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 1 期。又见

《百年反思：辛亥革命历史意义新议》，载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

献与研究》第 4 期，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 年 8 月版，第 4 页。按：时人亦有谈共和革命的，如《新世

纪》曾刊文谈共和革命与立宪革命、联邦革命、经济革命等的比较。参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

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7 年版，第 147 页。 
②
 《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

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0 页。 
③
 万绍红：《美国宪法中的共和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 页。按：1897 年，孙中山对宫崎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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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在纽约发表《通告各国书》，表示“务祈推翻恶劣之政府，驱

除暴戾，而建立共和国。”在归国途中，路经伦敦，他否定中国要组织“联邦共和政府”。

但是踏足巴黎，则又强调“惟有共和联邦政体为最美备”，申明“中国革命之目的，系

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因中国省份过多，

人种复杂之故。美国共和政体甚合中国之用，得达此目的，则振兴商务，改良经济，发

掘天然矿产，则发达无穷。”④应该指出，孙中山对于共和政体如何构架，其总体把握似

乎显得不是深思熟虑。 

这或是因于： 

一、一直以来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武装反清的策划与组织； 

二、长年客居海外，对西方共和感同身受，但仍缺乏学理上的比较与研究； 

三、武昌起义成功来得迅即，未能与国内同志协商沟通。他在英、法两国关于共和 

模式的不同表述，或可用“投其所好”来解释其“外交词令”，亦可理解为其 

心底仍“举棋不定”。⑤
 

正当孙中山途经欧洲与西方社会斡旋期间，武昌方面的各界反清人士已在湖北省谘

议局酝酿成立军政府，商订军政府的有关条款，要者为：（一）以谘议局为军政府；（二）

新政府称为中华民国；（三）政体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四）国旗为五色，

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⑥俟孙中山于 1911 年 11 月底

回到上海，在南京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对“五族共和”政体已成统一认知，⑦孙中山未

持异议。 

共和肇建，政体移植于西方，这无疑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

之创举也。”⑧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

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实行“五族共和”

                                                                                                                                                                             

藏的谈话指出：‚人或云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此不谅情势之言耳。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

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172-173 页。）此期间，孙中山将‚三代之治‛

与近代共和政体混为一谈，类似的说法曾反复多次，或可视为孙中山为弘扬中国古代文明所作的强调，

未见其关于二者关系的阐释。 
④
《在巴黎的谈话》（附录），《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563 页。 

⑤
 林家有认为，‚孙中山由美国到英国、法国时，跟新闻界谈革命成功后，可考虑建立联邦政体的说法是

他一厢情愿的个人意见。‛参见氏著：《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的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74 页。 
⑥
 曹亚伯：《武昌起义》，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30 页。 
⑦
 钱瑞升等学人指出：‚南京临时政府颇具有联邦制之色彩，但当时制定组织大纲者，自起草至决议，初

无建立联邦国家之意，而仍有如此规定者，则缘革命发生以后，政府之组织，纯粹由于各省起义者之

联合。因之，所规定制度，乃暂不能不具联合政府之性质，而缺乏全国人民组织之意义。换言之，临

时政府仅以省为单位之政府，而未能认为以全国人民为一总单位之政府。‛参见氏著：《民国政制史》

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 页。 
⑧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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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是要体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以及“财政”五个“统一”。“五

族统一”与“五个统一”便是孙中山创建中国共和政体之要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

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言论、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保

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及请愿、诉讼、考试、选举等权利。普罗大众民主、自由、平等的

政治权利第一次得到法律确认。《临时约法》特别明确了政治体制三权分立原则和责任

内阁制度，以防止中央权力的过度集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

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临

时特别法庭审判之”。《临时约法》虽然未能在出世后得以切实施行，却备受追求民主自

由之识者的称颂和景仰，成为中华民国制度的象征。这一“由法律体系代替个人专断行

政”的首创，被学人称之为中国“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一块界碑”。⑨
 

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有力推助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现代国家的认同。费孝通说：“中

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

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概念提出于 20

世纪初年⑩，最初仅指代汉族。其时，直面深重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先贤们先是竖

帜“排满”，亦见一呼百应。毕竟，“排满”夹着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难能充分体现国

家利益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适时提出 “五族共和”的口号，

民国成立后，又建构具有现代内涵、融和各民族于一体的“中华民族”概念，促进了近

代中国民族的统一与“五族共和”的凝聚。1911 年底，云南军都督府的文告提出“联合

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宣称“汉、回、蒙、满、藏、彝、苗各族视同一体”，已

充分体现云南少数民族和中国众多民族的历史·现实与中华民族发展的未来诉求。《临

时约法》对“民族平等”以及团结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意愿，进一步和谐了国内

民族关系的融合。1913 年初参加西蒙古王公大会的各蒙古王公及其代表通电声称：“我

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护民国。”这可以视为时人一种和谐的回应。 

共和理念的养育和民族认同意识的发育，乃华夏各族人民在对外争取国家独立和统

一、对内寻求社会变革和进步历程中休戚相关的自然结果。它既标志着中华民族从自在

的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质的转变，也展示通过国民观念的塑造，带动了中国作为现

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正体现了这一共同的意志；对内要实现民族、

领土、军政、内治、财政的统一，对外要将清政府“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

而去之，持和平主义„„循序以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特别强调民众作为现代国家

国民的平等权利，强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孙中

山还在一系列的文告、电报、批示及演说中倡行“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家，相与

和衷共济”，阐发“今日共和政体，人人自由，五族平等„„界无分乎军、学、农、工、

                                                        
⑨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 页。 
⑩ 1901 年，梁启超于《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中国民族”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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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因于民

族平等观念与现代国家观念思想的广泛呼号，时人对各民族、各界业携手草创共和国家

的使命渐有认知。诚如康有为所言：“凡满、蒙、回、藏同为国民，无多立彼疆此界之

分，则内能结合，足以永靖乱源，外之宏大，益以巩固邦基矣。” 

民主共和国的创建，在中国属破天荒；在亚洲，为近代文明榜样之垂范；对世界来

说，具有震撼意义。孙中山“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11——这反映了中国人

梦寐以求的夙愿。要之，共和肇基，推助了中华民族从传统的“一家之国”向现代的“国

民之国”转型；民主共和的新形式、新内涵、新风貌，陶冶于国人的认知与修为，培育

并积淀对民主共和理论的信仰，使得日后欲集权自为的各色专制者被迫以“共和”的标

签粉饰身份、标榜脸谱，这便是民主共和铭记于中国历史的无形价值。 

 

试验：政党政治于民初共和的艰难步履 

民国开元，长期受封建束缚的思想得到大解放，促成“民气勃发，思潮泉涌，革新

之观念，亦如春笋之怒生”，12人们对新国家、新政府、新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激发

出高昂的参政热情，以“共和”为旗帜与名号蔚成时尚，仅上海一地，争相以“共和”

标名的政党就有十多个。人们将集会、结社、选举等作为政治生活的重要议程，政客不

待说，士大夫、商人、有产者等上层人士大多热衷厕身，连“电车卖票者、学校看门人，

亦复自附于社团之列”。13据统计，至民国二年年底，仅政治性的党会就有 312 个。14以

是，共和民主政治基本可以依据《临时约法》操作运行。《临时约法》是孙中山解职之

后，为制约总统行政权力，赋予内阁和参议院民主权力，以推动社会民主共和建设的法

律依据。  

孙中山是民主共和的缔造者和捍卫者，他强调：“共和之所以异于专制者，专制乃

少数人专理一国之政体，共和则国民均有维持国政之义务，现在数千年之野蛮专制业已

改革而为共和政体，人民均得享自由幸福。”15为此，他拥护采行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原

则，以推进议会政治的发展。 

立宪与议会制，乃共和国之内核。政党与议会孪生，随着议会政治潮流的掀起，一

时成为新生共和国的政治奇观。沧海横流，各显英雄本色。对西方议会政治有着热切向

往的同盟会骨干宋教仁，于此时呼之欲出。他衔命领军参与政党政治在民初议会的角逐。 

宋教仁以推进政党政治为使命，他的政治主张，是以政见开路，通过政党在宪法范

围内的合法与自由竞争，由议会的第一大党组织责任内阁，执掌政权，从而推进民主政

                                                        
11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 394 页。 
12
 《藕初文录》上卷，商务印书馆 1928 年版，第 107 页。 

13
 《时报》1912 年 9 月 12 日。 

14
 张玉法：《民初政党的调查分析》，《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 19 编。 

15
 《在石家庄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4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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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实施。他强调指出：“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而政党内阁之运作，

亟须“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砥柱”。16为此，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于 1912 年 8

月 25 日将同盟会与另外五个小党合并，组成国民党，积极运作议会活动。 

民元年间的共和政治所呈现出来的气氛和态势基本是热闹的、平和的、循规蹈矩的。

1913 年 2 月的国会议员选举揭晓，宋教仁以及国民党人的努力，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国

民党的得票在两院中占了百分之四十五的议席，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相较之下，共

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仅占百分之二十五议席。“数字”的真象告诉人们，国民党在议

会中组阁将要变成现实了。 

然而，福兮祸所伏。正当国民党人陶醉于议席的胜利、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启程赴

北京组织内阁的时候，宋教仁已成为颠覆共和势力的“劲敌”。最终，他成为从专制阵

营中射出的罪恶子弹之“的”。 

宋教仁被杀，公开宣告了中国共和议会政治首遭厄运。蔡元培在评判民初政党政治

失败的归因时指出：“中国之为君主国也，四千有余年矣。今一旦改为民主国而用总统

制，则易生近于皇帝之嫌，而国基虑其不固„„中华民国之宜于用内阁制也甚明。”17但

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统浸润千年的国度，“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践行内阁政制

固然有利于培育现代民主共和意识。时人关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争论作过如是披露：“其

所取材，则半部之法美宪法史，数册之外国学者讲义录而已，曾读其文章，则千篇一律；

聆其言论，则首尾不具。”18有学人指出：民主共和派“虽然有选择地采用了西方的政体

模式，但他们还未能科学地借鉴西方政制中的合理成分，把握中国国情，切实创造出适

合中国具体环境的政治模式。他们或者全盘照搬美式或法式政制，或者对这些政制了解

甚少，只知皮毛。”19事实正是如此，民主共和，作为西陆的舶来品，如“幽灵”般飘忽

到中国大地，对于广大民众而言，还未曾有过系统的灌输与哺育。华夏大地，有如“共

和”新风吹拂，旧习依然故我。黄兴如是评述道：“我国革命甚速，惟其速也，即有多

数人不识共和本旨。有谓化除南北意见为共和者；有谓南北休战为共和者；有谓自由行

动，随便做事，毫无范围即为共和者。此极端的错误，无国家思想而至也。”20《民立报》

就曾经对国民党人的共和成色做过这样的判断与揭示：“其识国家为何物、共和为何义、

立法为何事者，千万之一比例耳！”21无怪乎，1912 年 9 月下旬孙中山在石家庄国民党

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中还强调指出：“现在改为共和政体，国人多有不解‘共和’二字

之义意者”。22新旧交替，新生者难以易于朝夕矣。 

                                                        
16
 《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致北京各报馆书》，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460、421 页。 
17
 高平叔编：《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0 页。  

18
 说难：《总统制与内阁制》，《雅言》第 4 辑（1914 年 2 月 10 日出版）。 

19
 参见何靖：《论民初民主共和思潮的高涨及其历史作用》，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论丛《孙

中山研究论丛》第六集。1988 年版。 
20
 《在北京国民捐会欢迎会上的演讲》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72 页。 

21
 行产：《二院制果足以防国会之轻躁乎？》《民立报》1912 年 4 月 5 日。 

22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478 页。按：狭间直树认为，此间国人对共和的理解，在于‚只知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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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分两头。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曾一度注力宣传实业救国，抚恤民生，把

政党政治的重担托付于宋教仁。在他看来，“共和新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

今莫要之政策”。23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首先要在经济上巩固共和国基。他在《中国

革命的社会意义》中，对未来作了由衷的遐想与憧憬：“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

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他以中华实业银

行总董、铁路协会名誉会长、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等名份，“俨然商界闻人”，24
 “身先

士卒”，推拥实业建设步入“黄金时代”。他决心在十年之内建设二十万里铁路，这个数

字在时人看来，几近天方夜谭，但是又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孙中山的良好愿景与矢志“揖

美追欧”的使命感。 

从马云骧给孙中山的上书，可以窥视时人心态之一斑：“云骧等于十数年前在满清

时代即经营实业，徒以处于专制政体之下，障碍实多，所有条陈管见，皆被抑扼。今幸

民国告成，共和克建，我先生提倡实业不遗余力，此云骧等所宜欢欣鼓舞、急起直追者

也。云骧等同志不下百余人，皆系绅、商、学各界，首先发起金沙江航业、实业两公司

之组织，其次为海岸、河堤两森林之创设，功绩条陈四件。如果照办，利赖无穷，从此

实业振兴，而国防因以巩固，且于民国国家统一政策尤不无裨益。云骧等已将各条陈正

式具呈国务院，请交部核办。先生提倡实业，煞费苦心，„„伏乞先生鼎力赞成，俾达

目的，不独为云骧同志等幸，实为数省实业幸；抑不独为数省实业幸，实为吾全国实业

之前途幸。”25
 

在“统一”、“秩序”、“废除恶税”、“发展实业”的呼唤声中，“中华民国工业建设

会”、“中华实业团”等实业团体在各地接踵崛起。人们痛恨昔日“专制之毒未除，障害

我工业之发展”，欢呼“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

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26一时间，官人弃政从商，民间捐

资经商，蔚成风气，进一步拓展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氛围。此外，由民主共和所引发的爱

国热忱和民主精神，从另一个侧面为民族工商业发展注入了润滑剂，与之调适的提倡国

货活动活跃异常：“国货、国货之声，几乎三尺童子而皆知。工厂制造几乎有应接不暇

之势，于是而自制之品亦日出日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甚至因“销量过大，供不应求，

各局索货万分紧迫。各处正当团体以我无货应市，责备不堪”。27
 

实业救国高潮之呼啸唱和，是为民初中国民族经济以及民主国家面向世界的引擎。

                                                                                                                                                                             

不知共和原理‛。参见狭间直树：《对中国近代‚民主‛与‚共和‛观念的考察》，载《辛亥革命与二十

世纪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92 页。 
23
 《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附：同题异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341 页。 

24
 章开沅等：《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江汉学报》1961 年第 2 期。 

25
 《马云骧等上孙中山书》（1912 年 9 月），桑兵主编，赵立彬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二卷，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68 页。 
26
 《工业建设会发起趣旨》，《民报》1912 年 2 月 28 日。 

27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146 页。 



孙中山民主共和取向及其价值昭示 

103 

实业救国热潮之持续发酵，无疑是对往日专制压抑民族经济发展之否定，又是民主共和

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与彰显。民族工商业的空前发展，进一步为民主共和建设夯实了必要

的经济基础。 

然而，民初的历史土壤与政治生态环境，偏爱了袁世凯，割爱了共和政治，以宋教

仁为领袖的政党政治的试验的失败，也同时宣告了孙中山摇旗呐喊的实业热潮失却了共

和政权的支撑。这是移植于中国政坛上的共和思想首次败阵，水土不服哉！ 

随着 1913 年秋间“二次革命”的失败，国民党人失去了在国内公开活动的凭藉。

孙中山、黄兴等一代共和元勋，迅即成了袁世凯政府的通缉犯。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党

人，急急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捍卫共和奋斗不懈。而此时此地的中华革命党，既已失去

政党政治的平台，又陷入“秘密结社”的沉寂，虽然，其捍卫共和的战斗纲领及其铿锵

的身影，被誉为反袁的旗帜，28但在全国的反袁高潮中仅仅充当了“配角”。29孙中山领

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进入了艰难顿挫时期。 

 

创获：共和非常时期的‚以党治国‛模式 

1916 年夏，袁世凯连同他的“帝制梦”寿终正寝，但是，承继袁氏衣钵的北洋系大

小军阀，依然挂着共和的招牌贩买着专制的货色，他们毁弃了政党在中国进行政治运作

的机制，迫使孙中山等民主共和派复归“革命党”的身份。由是，中国的共和宪政事业

从民初昙花一现的“常态”（议会政治、政党竞争）转入“非常态”（以“革命”夺权、

通过革命党的体制推行民主共和制度建设）时期。 

孙中山在这一“非常态”时期，为恢复共和事业处心积虑，探究而创获了“孙氏式”

的共和模式，这就是“以党治国”的模式。以党治国的党国政制可以视为中华民国史上

孙中山创造的政治奇观，堪称 20 世纪 20 年代共和建设的“中国式”。 

1914 年 7 月，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犹如暮鼓晨钟，于革命的

低谷时期树起了捍卫共和的旗帜。中华革命党宣称“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

目的”。《中华革命党总章》明示：从革命军起义到成功、至颁布宪法之前，“一切军国

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党内设立总理统帅下的本部、立法院、司法院、监督院、

考试院，有利于一旦掌握政权后过渡为 “五权宪法”的国家机关。30
  

从 1917 年 7 月开始，孙中山三次（1920 年 11 月第二次，1923 年第三次）南下“护

                                                        
28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其中心任务就是讨伐袁世凯，捍卫民主共和。他反复痛斥袁氏罪行，申明：‚民
国成立，五族共和，方幸其目的之达。乃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
义无反顾。‛参见《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285 页。 

29
 参见拙作《中华革命党略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第 651 页。 

30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97 页、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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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孙中山坚持依照本党制订的《革命方略》，在广州组建大元

帅军政府。1921 年 3 月，孙中山在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讲中，首次把“党人

治粤”宣示为国民党在广东的执政方针，揭示了“以党治国”的概念和奋斗方向。他解

释道：“因为‘以党治国’，英国、美国是有先例可援的”。“我们要达到‘以党治国’的

目的，此刻便应赶快下手，结合团体，操练本党党员，宣传本党主义。”“将来广东全省

为本党实行党义底试验场，民治主义底发源地。由广东推行到全国，长江、黄河都要为

本党底主义所浸润。”31
 

从 1921 年 5 月起，依据“以党治国”的思路，广州建立了“中华民国正式政府”，

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1922 年 6 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痛定思痛，更加坚定了施行

“以党治国”的信心。32
1923 年以后，与联俄、33联共同步，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即强

化在工农民众中强化三民主义的灌输，继而创办黄埔军校培养“党军”，逐步将广州及

周遭地区演成党治政制的实验基地。 

1923 年 6 月，衔共产国际之命，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大”，讨论与国民党合

作，并形成共识：“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

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选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

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决议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会

后宣言：“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34

  

1924 年 1 月 2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在“开幕

词”中阐释了以党治国的主张，进而提出“以党建国”的概念，强调改组国民党，就是

“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一大”接受了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理念，并以掷地有声的

文字写入《一大宣言》之中：“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

                                                        
31
 黄昌谷：《孙中山先生演说集》，上海民智书局 1926 年版，第 17 页。按：根据黄世祥研究，他发现了‚新
大陆‛—《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 481 页也收录了该演说词，但没有‚以党治国‛的表述，应予补正。
参见莫世祥：《党国政制的肇基》，《广东社会科学》2003 年第 5 期。 

32
 1922 年 6 月，曹锟以‚恢复法统‛为标榜，宣称在北京召集第一届国会，以谋国家政权。众议员随即
卷入拥直与反直的纷争，议场内外可见斗殴之闹剧——‚国会‛显为军阀、政客的玩偶。愤此，陈独
秀撰《造国论》，讥讽：‚中国还在‘造国’时代，还在政治战争时代，什么恢复法统，什么速制宪法，
什么地方分权，什么整理财政，什么澄清选举，对于时局真正的要求，不是文不对题，就是隔靴搔痒。
时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陈氏在文中揭示了国民革命
要寻找救国新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进行国民革命（NationalRevolution）的时机已经
成熟，宜速组建真正的革命军，创立真正的民国政府。陈文的‚另路‛思维对孙中山的‚以党治国‛
思想不仅是一种呼应，而且或许可以看作是两党名人的一种共鸣。参见氏著：《造国论》，《向导》第二
期，1922 年 9 月版。  

33
 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理论来源多头，或应烙有西方议会执政党与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党双重影响的印迹，
他曾多次提及以英、美、法、俄为鉴。1921 年 12 月与马林会晤于桂林，似可作为界碑，此前，他多以
英、美的执政党政治为例、‚以俄为鉴‛。此后，侧重强调师法苏俄的革命党政治。国民党‚一大‛期
间特别提醒全党：‚现在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
进一步。‛参见《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103 页。 

34
 《‚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1、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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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

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耳。” 

“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主张，在孙中山的身后得到了承传。1925 年 6 月，国

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为强化“以党治国”之方针，《国

民政府组织法》明文规约：“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掌理全国政务。”——举凡

关乎国民革命全局及其大政方针，均由党决定，交政府执行。“这就在近代中国的历史

上首次确立了党领导政府的原则。从此，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闭会期间常设的中央机

构，实际上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以党治国的党国政制，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

动中完全成型。”35
 

孙中山“以党治国”理论，成之有据，酝酿唯艰。其思想源头或可追溯到同盟会时

期的《革命方略》——“革命三程序论”，中华革命党的组建可以隐约捉到其影子。36
 

1923 年 1 月，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作了如是回顾：“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

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

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

期。”在检讨民初由“军政”到“训政”失败的因由时指出：“由军政时期一蹦而至宪政

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

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

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

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37
  

1924 年，孙中山将军政、训政、宪政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国民的权利、义务

与互动关系写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提交国民党“一大”审议，表明孙中山与国民

党认同按三程序论实施以党治国的原则，揭示了以革命政党指导实现民主政治的新内

涵。审视孙中山在广东期间试验多项“民权民生”施行，即诸如“县长民选”、大兴广

州市政建设、倡议劳工运动、规抚工会推行“保育政策”等等，都体现其对“训政”的

拳拳之意与良苦用心。38有一共产党人走马考察国民党的治粤情景之后，对广东政府容

许工人组织工会活动赞美有加：“真是‘中国政治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社会革命

                                                        
35
 莫世祥：《党国政制的肇基》，《广东社会科学》2003 年第 5 期。 

36
 中华革命党组建以后，强调党魁的绝对权威，一切军政由党魁统领，党员绝对效忠于党魁，这可以视
为‚以党治国‛的影子。孙中山以矢志共和的伟大抱负，膺任护国运动（‚三次革命‛）、护法运动（‚四
次革命‛），到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逐渐铸造了孙中山以党治国的党国理论，1924 年国民党‚一大‛
以后，是为该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巅峰期。 

37
 《孙中山全集》第 7 卷，第 62 页。 

38
 按：民权与党治，这是一对矛盾，如何将之调适？孙中山始终将对革命程序论和以党治国原则的阐述
置于民权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在他看来，民权是党治的最终目的，党治是民权的必由手段；宪政施行
之前，民权受党治的指导和制约。孙中山一贯宣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民党所倡行的三民主义、
五权宪法，其终极者，乃是赋予四万万人民平等自由，做中华民国的主人。有鉴于‚现在人民有一种
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来教训他‛，‚逼着他来做主人‛。参见《孙中山全集》
第 5 卷，第 4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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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南方护法史’上第一桩伟业！”39旁观者从“训政”看到了民权的曙光，这在革命

时期呈现出来的“以党治国”的成果，确实难能可贵。 

孙中山以党治国的主张，阐释和强调了“党”与“国”的关系：“要改造国家，非

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确共同的目标，不能够改造得好的。”为

此，他还作了个形象的比喻：“中华民国算是一棵大树，我们革命党就是这树的根本”。

他在不同的时空不厌其烦地强调：“我党为国中唯一之革命党。”“今日巩固共和，端赖

吾党”云云。40为此，他告诫党人要为百姓服务，“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

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

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41
  

存在决定意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的理论，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

产物。它源自民国共和政治的革命实践，乃深刻反省民初“政党政治”失败后的思想结

晶。它是孙中山对中国早期共和建设的创举，亦是孙中山对中国民主共和建设思想库的

伟大建树。它适应了民主革命过渡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需要，掀动了以广州为策源地的国

民革命大潮，乃至引导了其身后的北伐统一中国大业，在中国共和事业史册留下了不朽

的篇章。 

显然，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的理论于中国共和政治的特定时期成形，自有其深刻的背

景，且尚需随着时空的更替中不断丰富、发展、系统、完善或者否定，可惜他只留下“革

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便嘎然而止。在他的身后，该理论呈现了承传与发

展，不一而足，这恐怕难以记在“孙氏式”的史册上了，唯当见仁见智，各领风骚矣。   

孙中山开创的共和大业，当今仍是世界潮流，其功业令人钦佩；他为中国的共和事

业百折不挠，探索了毕生，也贡献了毕生，其精神令人景仰 ；他晚年提出的以党治国

的理论，主张党治以民权为落脚点，思想深邃，高山仰止，仍须识者发扬光大，这或许

可以视为伟人共和思想的价值昭示。 

 

（作者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510050 广州市天河北路 369 号） 

 

                                                        
39
 高语罕：《广州纪游》，上海东亚图书馆，1922 年版。 

40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 5 卷，第 262 页；第 8 卷，第 429 页、第 282 页、第 501 页；第 9 卷，第 96 页。 
41 《孙中山全集》第 8 卷，第 282 页。 


